
试论中国近代
“

重商
”

思想

宋 宁

巾国近代
“ 重商

” 思想的兴起
,

是与

甲午战前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分不开的
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
,

西方列强凭借一 系列

加不 平等条约 刘中国展开了以商品输出为

中心的经济侵略
。

外国商品的不断冲击
,

速 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
,

刺激了民族资

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
,

但 也造成了中国对外贸易人超
,

白银大量

外流
,

银贵钱败
,

土货滞销
。 “

频年海溢

) 11流
,

岁出金钱万万
,

遂使廿一行省无富

商
,

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
,

尤如恒河之

沙不可计算
”

( 陈炽 《续富国策》卷四 )
。

这种状况
,

对于初生的民族资 本 主 义 经

济
,

犹如釜底抽薪
,

既破坏了货币资本积

累
,

也排挤 了民族资本市场
。

在这样的历

史条件下
,

一些从地主阶级分化 出来的民

族资产阶级代 表
,

企图抵制西方经济侵略
,

自握利权
,

使 中国走 上独立富强的道路
,

于是
, .

提出了以
`·

重商
”
为核心的近代资

产阶级经济学 说
。

甲国近代
“

重商
”

思想的有关论述散见

于甲午战争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王韬
、

马建

忠
、

薛福成
、

陈炽
、

郑观应等 人 的 论 著

中
。

其核心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
,

大力振

兴商务
,

由此带动 民族经济的发展
,

从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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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与外洋竞争中取胜
,

变民贫国弱为民富

国强
。

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的富强
,

资产阶级

改良派与 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 认 识 不

同
。

以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认为
,

求国富必须轻赋税以保
“

有田富民
” (即

地主 ) 之利
,

致国强必须
“

师夷长技
” ,

购造船炮以强兵战
。

其实质是要求振兴地

主经济
,

扩充军备 以
“

制夷
” 。

资产阶级

改良派则指出
, `

只知选购船炮
,

不重艺

学
,

不兴商务
,

尚未知富强之本
” (郑观

应 《盛世危言
·

初刊 自序 》 )
。

他 们认

为
, “

治国以富强为本
,

求 强 以 致 富为

先
” (马建忠 《富民 说 》 , 《适可斋记

言 》 )
。

富是强的基础
,

国弱的根源是民

贫
,

故欲求强
,

必先富民
, “

民富而国自

强
” 。

而富民的实质则在于使商民即工商

资产阶级致富
。

在这一点上
,

中 国 近 代
“
重商

” 思想显示了其阶级属性
。

为什么商富能使国强呢 ? 他们认为
,

“

非商富不足 以养兵
” , “

商民可富
,

响源

可充
,

中国转亏为盈
,

转弱为强之基
,

实

在于此
” (马建忠 《适可斋记言》 )

。

同

时进一 步指 出
, “

商富即国富
,

并 出 一

途
” 。

在他们看来
,

虽然
“

中国自古以来

重农而轻商
,

贵谷而贱金
,

农为本富而商

为末富
” (王韬 《搜园文录外编》 ,

《兴

利》 )
,

但农之富在谷
,

商之富在金
,
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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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与富于农六 二 卜
,

亦不为
“

舍术而务 七
” 。

因为所谓农之富不过是就
“

为体
” 或

“
为

)日” 而言
。

即是从使 用价值 仁看的
。

它可

以致富
, “

而非所以为富
,

所以为富者
,

莫金银矿若
”

自乡建忠 《富 民说》
, 《适

可斋记言 》 )
。

因此
,

致国富也就是要获取

金银
,

商之富和国之富是完个一致的
。

这

样
,

他们在把
、

气作使用价值的财富区分开

来的同叫
,

宣布交换价值为最直 接 的 财

富
,

因而是 国家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
。

这

就推翻了传统的
“

贵谷贱金
”
的自然财富

观
。

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

z }二
。

从上述认 识出发
,

他们进一步指出
,

“
泰西诸国

”
皆

“

恃商为国木
” , “

无不

以通商致富
” ( 王韬 《代上广州府冯太守

书 》
,

《嫂园文录外编》 )
。

中国要转贫

致富
, 一

也必须仿效西方
,

以举 商 务 为首

要
。

在他们看来
,

世界已经到了通商
“

越乎

境外
”
的时代

,

这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

展的不可违 抗的历史趋势
,

因而闭关独治

是不可取的
。

薛福成说
: “

盖在太古
,

民

物未繁
,

商务未兴之时
.

各国闭关而治
,

老死不相往来
,

各享地利而有余
。

及今天

下既 以通商为务
,

设或此衰彼旺
,

则此国

之利
,

源源而往
,

彼国之利
,

不能源源而

来
,

无久而不贫之理
。

所以地球各国
,

居

今 日而竞事通商
,

亦势有不得 已 也
。 ”

(薛福成 《庸庵全集十种
·

筹洋当议》 )

从中国的情况来看
, “

方今门户洞开
,

仃

洋商百方垄断
” , “

以各国商船论
,

其于

中国每岁进 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
_

_

仁下
,

约计洋商所赢之利
,

当不下 三千万
,

以十

年计
,

则三万万
,

此皆中国之利
,

有往而

无来者也
,

无怪近 日民穷财尽
,

有岌岌不

终 日之势矣
。

然为中国计者
,

既不能禁各

国之通商
, ’

准有自理其商务而 已 ” (同

上 )
。

他们将中国贫弱 的原因归结干长期

3 2 ,

的巨额外贸逆 旅
、

认为 (作仃开关抓兴商务

才能扭转逆差
。

因此只要能
“

通商于泰西各

国而自握其利权
,

如是数年之间
,

收西商

之利而为我所有
,

则 中 国 「! 见 衍 夕
”

(见王韬 《代上广州府冯太守 }劲
,

《 搜

园文录外编》 ; 马建忠 《富 民 i兑》
, 《

,

诱

可斋记言》 )
。

他们在指出逆差为中国贫弱原因的同

时
,

还指出
,

尽管富源在通商
,

但通商只

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有利
。

马建忠 首先从

进出口贸易额的平衡上说明这个条件
,

即
“

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 口货者利
,

通商而

出口货等于进口货亦利
,

通商而进 「}`气溢

于出口 货者不利
” (马建忠 《富民说 》 )

。

继之
,

郑观应又从进 出口 贸易利益分配上

做了具体的分析
: “

夫谓之通者
,

往来之

谓也
,

若止有来而无往
,

则彼通 而 我 塞

矣
。

商者
,

交易之谓也
,

若既 出 赢 而 人

细
,

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
。 ” ( 《盛

世危言》 初编卷一 ) 因此
, “

欲 中 国 之

富
,

莫若使出口 货多
,

进 f
一

1货少
” 。

出曰

货多
,

可以从国外吸进金银
,

则
“
已散之 财

可复聚
” ; 进门货少

,

可以防 止 金 银外

流
,

则
“

未散之财不复散
” 。

使 出口货等

于进口货
,

则可
“

一

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

其利
, ,

两不相盈而又互通有无
。

总之
,

“

商务以畅销土货为要诀
” 。

这些观点就

是中国近代
“ 重商

” 思想的真谛
。

获于如何使土货畅销
,

以敌洋衍
.

币也

们分析道
: “

西洋各囚
,

工艺 日精
,

制造

日宏
,

其术在使人获质精价廉之益
,

而
’

}

享货流财聚之效
,

… …所以能致此者
, ,

!泞

机器为之用也
” ( 薛福成 《庸 庵 海 外 乞

编》 卷三 )
。

由于中国不用 机 器 造 物
.

结果
“

制造不如外洋之精
,

价值不如外洋

之廉
” ( 《盛世危言》 三编 卷一 ) ; 二口 准

之间
, “

工细相越
,

贵贱相悬
” ; “

中 !ill

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
,

亦不能售于木国
” .

于津社会科
”
甘



“

巾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
,

以与西 人争 利
,

巨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
,

而厚殖西人之利
”

(薛福成《庸庵海外文编》卷三 )
。

要扭转这

种局面就必须用机器进行生产
。

郑观应指

出
: “

独是商务盛衰
,

不仅关 物 产 之 多

寡
,

尤必视工艺之巧抽
,

有工翼商
,

则拙者

可巧
,

粗者可精
。 ” ( 《盛世危言 》初编卷

三 ) 所以
, “

商务之源
,

以制造为急 ” ,

“

制逻亡之法
,

以机器为先
”

( 同上
,

三编

卷一 )
。

只有中国多出一分货
,

外洋才少获

一分利
,

而中国工商多得一分生计
,

人民

得自食一分力
。

他们主张
,

以商为中心而
“
振百工

” ,

发展 以机器制造业为基础的

商品经济
,

来为华 民广生计
,

开利源
,

增

物业
,

从而塞漏后
、

夺外利
,

一

与西人决胜

于 “
商战

” 。

为了在
“

商战
”
中获胜

,

他们不仅提

出要
“

讲求丝茶之本原
” ,

以增加中国大

宗出口 商品产量
,

并进一步提出仿求西方

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
,

甚至引进资金
,

开

采煤铁
,

造机器
,

筑铁路
,

通海运
,

建 电

报
,

兴农事
,

办公司
,

开银行
,

设保险
,

立学院
,

育人才
。

总之
,

要按照西方资本主

义方式来发展中国商品经济
。

在中国历史上
,

一

与封建自然经济相适

应的传统政策是
“ 重农抑商

” ,

到 了 近

代
,

这种旨在保护小农经济的政策
,

就日

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桂 桔
。

此 时 的
“
商

” ,

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中萌生出来的

资木主义经济
, “

抑商
” 与 早期民族资产

阶级的利益直接冲突
。

但是
,

早期民族资

产阶级政治上无权
,

他们所呼吁的民族工

商业无力凭借经济力量通 过市场竞争实现

自我发展
。

因此
,

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

想家不得不求助于官府
,

要求清政府
“
切

勿 薄视商工
” ,

更
“

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

说以难之
” 。

为了证明商民与国家的利益

一致
,

说服 当权者变
“

抑 商
” 为

“
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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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” ,

他们以
“

泰西诸国
”

为例
,

反复指出
,

“
盖西国于商民

,

皆官为之调剂翼助
,

故

其利溥而用无不足
” ( 王 韬 《 搜 园 尺

犊》 )
,

而
“

华官不惟不能助商
.

反脸削之
,

遏抑之
”

(郑观应《盛世危言》三编卷一 )
,

造成
“

上下交失其利
” ,

因此
,

政府必须

革除一切
“

困商之政
” ,

行保商之法
。

他们建

议 :
由国家发布行政命令

,

让各地官员督

其所属仿求西方先进技术改进出口 商品生

产
;
仿西国恤商惠工之策

,

调整税率
,

重

征进口货之税而轻征 出口货之税
,

重征洋

商之税而轻征华商之税 ; 自铸金
、

银币 ,

设商部
、

定商律
,

颁定各商公司章程 , 遍

立商务和工务学堂以育人才
; 在国家监督

下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商
,

或成立股份公

司
,

或官商合办
,

或官督商办
,

等等
。

郑

观应说
: “

夫如是… …
_

上以仰承国家之需

要
,

下以杜绝外洋之危漏
,

安见商富而国

不富耶? ” ( 《盛世危言 》 三编卷一 ) 可

以看出
,

上述建议主 旨是谋求清政府对民

族商品经济进行保护性千预
,

使处于夹缝

之巾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得以
z卜存发展

。

和任何社会思想一样
,

中国近代
“ 重

商
”
思想也有一个产生

、

发展的过程
。

这

一过程大体土可分为两个阶段
:

第 一 阶

段是兴起到系统化的过程
,

以王韬和马建

忠为代表
,

以马建忠的 《富民说》 为主要

标志
。

他们主要从流通领域产生的贸易差

额来说明富源
。

其特征是鼓吹商为本
,

举

商务而兴利
。

这里的
“

商
”
主要指对外贸

易
。

因此
,

可以称之为
“

商本论
” 。

这是

狭义的
“
重 商

”
思想

。

第 二 阶 段是其进

一步发展到转化的过程
,

以薛 福 成
、

陈

炽
、

郑观应为代表
,

以郑观应的 《盛世危

言》 为主要标志
。

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将



外贸差额的根源归结为
.

生产力的差异
。

其

特征是鼓吹以商为纲
,

举商务而振百工
。

这里的
“

商
”
不仅指对外贸易

,

也包括国

内商业
。

因此可 以把他们的思想称之垃
“

商

纲论
” 。

这是广义的
“
重

.

商
”
思想

。

对于如何实现以富求强的目的
, “

商

本论
”
者将

“

广贸易以重财货
”
视 为 根

本
,

过分夸大了贸易的作用
。

认为
“
贸易

之道广矣哉
,

通有无
,

权缓急
,

征贵贱
,

便远近
,

其利至于无穷
” (王韬 《代上广

州府冯太守书》 , 《搜园文录外编》 )
。

获利在于多卖少买
。

为此
,

他们倡导改进

生产技术
,

但其意义只是简单地增加丝茶

等传统大宗初级产品的出口数量
,

弥 补

外贸逆差而塞漏危
。 “

商纲论
”
者 则 将

“ 增物业
”
与

“
广贸易

”
并列

,

认识到保

护国内市场并使出口货多的必要 条 件 是

“
振百工

” 。

实际上
,

这已包含了劳动价

值论的某些思想
,

他们注意到进出口产品

的结构以及土货 (初级产品 ) 和洋货 (加

工制成品 ) 在贸易条件上的不平等
:

一方
面

, “

外洋人口之货
,

昏工所作成
,

中国出
口之货

,

皆土地所产
” ,

二者
“

工 细 相

越
、

贵贱相悬
” (陈炽 《庸 书 》 外 篇 卷

上 ) ; 另一方面
, “

中国以为 无 用 之

物
,

如鸡毛
、

羊毛
、

驼毛之类
,

洋人购之

造之
,

竟成美货… …售与华人
,

其什百千

万之利
,

仍取偿于中国也
”

(郑观应《盛世

危言 》 三编卷一 )
。

其原 因也是西方用机

器进行生产
。

因此
, “

商纲论
”
者指出

,

将土货加工 出口可以增加 出口货 物 的 价

值
。

更为重要的是
,

用机器生产可以提高

劳动生产率
,

降低成本
,

利于竞争
。

他们

不再简单地要求增加土货出口
,

而是进一

步要求发展机器加工工业
,

改变进出口产

品结构
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
,

他们认为在国

民经济中
,

商非为本而工为本
。

可见
, “

商

纲论
”
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生产落

后这一导致民贫国弱的根源
,

从而较为有

意识地把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同抵制西方
经济侵略联系起来

。

这是对
“

商本论
”
的

发展
,

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 思 想 从
“
重商

”
转为

“

重工
”
的自我否定

。

应该指出
,

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

良派虽然强调生产的作用
,

但其根本思想

并未超出
“

重商
”

的范围
,

是从保护国内市

场以塞漏危
,

使出 口货多进口货少
,

以致国

富的意义上来论证的
。

在他们看来
,

发展商

品生产的意义在于
:

仿造外洋输人货 物
,

使
“

彼此可共获之利
”

而分之 ; 精求中国固

有的货物
,

使
、

“
中国所自有之利

”
而 扩

之
; 生产外洋所垄断的货物

,

以夺
“
外洋

所独擅之利
” (参见马建忠 《富民说》 ;

薛福成 《商政》 )
。

可见
,

发展商品生产

不过是举商务而使出口 货溢于进口 货
,

实

现聚财
、

分利
、

夺利的手段而已
。

正因为

他们把生产从属于流通
,

所以在论证 个百

工
”
的作用及其与商的关系时

,

他们总是

念念不忘地指出
: “

夫商为中国 四 民 之

殿
,

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
,

开物成务

之命脉
,

… …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

益 精
,

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
,

工可售

其所作而作益勤
,

是握 四民之 纲 者
,

商

也
。 ” (薛福成 《庸庵全集十种

·

庸庵海

外文驹》 眷三 ) 这就表明
,

他们尚未超出

从流通领域看待富源的范围
。

但 同时也表

明 ,
他们所要求发展的生产

,

已经不是自

给自足的小生产
,

而是资本主 义商品生产

了
。

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
,

,

通过流

通领域中的商业活动才能实现价值
,
从而

获得剩余价值
,

才具有握百工之纲的重要

意义
。

所以郑观应说
: “

商务者
,

国家之

元气也
,

通商者
,

疏畅其血脉也
” (郑观

应 《盛世危言 》 三编卷一 )
。

·

可以看出
,

他们所鼓吹的
“
举商务

” ,

其实质是发展

资本主义经济
。

这也正是他们同地主阶级

禾津社会科学



洋务派经济思想相区别的根据
。

、

由习冲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具体历史条

件与西欧不同
,

中国近代
“
重商

”
思想与

西欧近代重商主义有着重要区别
。

第一 、茜欧 “董商主义
”

产生的时代
,

是

西欧原始资本积累时期
,

商业资本代表着

从流通领域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
,

在封建政权支持下进行海外殖民扩张
,

因

而具有侵略性质
。

而中国
“

重商
”

思想产生

的时代
,

是西方资本主义人侵
,

中国转化

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
,

抵制西方

商品倾销
,

保护国内市场
,

就成为民族资

本积 累和成长的先决条件
。

它决定 了中国
` ,

重商
” 思想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性质

。

因此
,

中国近代
“
重商

” 思想是进步的
。

第二
,

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

思想家
,

尤其是
“

商纲论
”
者

,

在向西方

探寻致富之道
,

进而与之
“

商战
”
时

,

看

到了采 用机器和先进生产技术的意义
。

因

此
,

它不象西欧
“ 重 商主义

”
那样

,

后来

成为西欧工业资本发展的思想 障 碍
。

相

反
,

它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资本兴起和成

长的先声
。

第三
,

与 当时西欧商业资本在经济生

活中占有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相适应
,

西

欧
“

重商主义
”
作为封建政权与商业资本

联盟的产物
,

一

首先以国家政策形式出现
,

随其推行而系统化为经济学说
。

由于
“

重

商
”
政策的成功

, “

重商主义
” 成为国家

经济政策的理论 基础
。

而 中国近代民族工

商业资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
,

除 了受外国

资本的打击和排挤
,

还受封建 官 吏 的 压

迫
,

它只能作为封建关系和外国资本
、

买

办资本的附属物而存在
,

因而中 国 近 代
“ 重商

” 思想 缺乏 j
`

泛而坚实的社会经济

基础
,

它没有得到统治名的支持
,

也没有

对国家经济政策产 生 重 大 影响并付诸实

践
。

同时
,

还应当看到
,

中国的资产阶级

改良派在当时还认识不到腐朽的封建制度

是阻碍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
、

造成

民贫国弱的内在原因
,

而仅仅将民贫国弱

归罪于外来经济侵略和清政府的
“

抑商
”

政策
,

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将抵抗外来侵

略和反对封建制度结合起来
,

从而提出资

产阶级革命的任务
,

因而其
“
重商

” 思想

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改良主 义幻想
。

(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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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政策的制定
,

情况就更为复杂
。

有了正确的路线
,

并不等于每一项具体政策都是正确

的
。

有的政策
,

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是正确的
,

一旦情况变了
,

政策就必效跟着改变
,

否则就成为错误的
。

有时 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
,

如对于 当时的情况还认识不清
,

缺

乏经验等
,

因而没有或者还不可能定出完全正确的政策
,

甚至定出了错误的政策
。

有些缺

点和错 误
,

还可能不是一次就能彻底纠正的
,

反复的情况也是会有的
。

总之
,

我们党是在土

地改革的实践 当
一

中
,

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
,

不断纠正
“

左
”
的和右的偏向中

,

使

土地改革政策不断得到修正
、

补充和发展
,

逐步完善起来
。

同样
,

对寸反映土地改革政策

的一些历史文件
,

也不能要求都是完美无缺的
。

我们应当根据历史事实
,

同时根据党中央

和毛泽东等的前前后后的全部论述
,

去历史地
、

全面地理解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反映这

些政策的文件
,

敢于正视和承认我们在土地改革当中也和在其他工作中一样
,

是有过缺

点和错误的
,

有些历史文件也是有缺点或错误的
。

这样才
一

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水是的态

度
,

才符合历史实际
,

才有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
。

否则
,

就等于不承认我们的经验是

逐渐半富的
,

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
,

马克思列宁主义
、

毛泽东思想是不断 发辰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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